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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

許暉林＊

國科會人文處鼓勵各學門舉辦跨領域主題研習營，中文學門召集人鄭毓

瑜教授邀集賴錫三、陳瑋芬、蔡淑玲、黃冠閔、龔卓軍、高嘉謙教授共同籌

畫，並由龔卓軍教授帶領南藝大藝術創作與理論研究所師生精心籌辦的 「文
與體」 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於 2012年 6月 25至 26日假南藝大北畫廊舉
辦。這次的研習營邀請了包括中文、外文與哲學等不同領域專長的八位論文

發表人、十一位對談人以及數十位與會學人共同參與了兩天一夜的跨領域對

話。「文與體」 跨領域對談這一構想的提出，主要是希望探究人文學中概念形
成與詮釋過程，並且檢視作為人文學科主體的 「人」 自身的感知體驗在此一
概念形塑過程中的涉入層面，希望藉此疏理人文概念的生成脈絡。簡單地

說，這個研習營的目的就是試圖藉由人文學科中不同領域的對話，開啟我們

對於作為人文學科核心概念的 「人」 與 「文」 之關係的一種自省性思考。
這場對話由法國巴黎十大的亞蘭．米龍教授的 〈論文化交織〉 開場。論

文以法文發表，由蔡淑玲教授擔任現場口譯。米龍在法國哲學關於語言與主

體的議題脈絡下提出了 「交織」（Mètissage） 或者說是 「混雜」 的概念。首先，
所謂 「交織」 指的並非只是兩種 （或以上） 不同的元素 （或主體） 混雜融合在
一起的結果，而是指主體 「內在」 原本就充滿的歧異 /義與異質性的表現，或
者說是對於主體具有內在統一性、單一性想像的質疑。若從算術的觀點來

說，「交織」 指的不是 「一加一為二」 的加乘結果，而是以減法的概念，通過
代表著歧異 /義、分岔、複數的 「二」 的存在去質疑 「一」 的可能性。而即使 

「不分岔」 也並不意味著無可質疑的統一性，而是混雜就存在事物本身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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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混血的情形那樣。混雜早就存在，預告著陌異性、分岔、裂痕、混血⋯

等等。再者，同樣從數字的概念來思考，「一」 還代表了一個數字上的基點，
有了這個基點的界定也才能夠開始運算加法，也才有所有的關於累積以及隨

之而來的 「進步」 的概念，而伴隨著 「進步」 的概念則是對所謂的 「真理」 的想
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交織」 的概念對於 「一」 的質疑，其實就是對於 「固
定」、「界定」 以及 「真理」 的質疑。

米龍借用 「汙」 與 「喊叫」 這兩個概念來談 「交織」 對既定概念與語言界
限的質疑。首先，「汙」 可以被理解為 「玷汙」 或 「汙染」。在猶太基督教傳統
中，有所謂 「聖母生子」 的概念。聖母無需經過玷汙、汙染就能生子。這個  

「無汙」 的概念就象徵著基督教的來源是純潔，是 「一」，是 「真理」。而 「交 

織」 因其 「異質」 與 「混血」 的意涵，與 「汙染」 及 「玷汙」 是連結在一起的概
念，因為 「異」 其實就是 「非一」。我們在面對 「汙」 的時候可以從兩種角度來
看。一是如傳統的看法一樣，將之視為傳染與髒汙。二則是透過 「汙」 的概念
對同一性、同質性進行質疑，幫助我們從固著的語言與價值中跳脫出來。米

龍舉顏色中的白色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白色這個概念在十九、二十世紀變

成一種分類準則。顏色的分類不只牽涉到顏色，而是一種價值的分判。在這

樣的分判中，白色代表了 「無汙」，是一個最高的價值。這個概念一旦固定，
所有的種族歧視就隨著這個 「汙」 / 「無汙」 的立界不斷地衍生。但是，透過 

「汙」 去質疑 「無汙」，不是要以 「汙」 去取代 「無汙」 成為一個新的最高價值，
而是要透過鬆動這整套價值系統，重新去考察這套價值系統生成前的狀態。

米龍接著談 「呼喊」 與界限的關係。「呼喊」 與 「異質」 和 「分岔」 的概念
有密切的關係。米龍指出，在語言到達不了的地方，就會透過呼喊來表達。

這裡所探討的 「語言」 與 「呼喊」 的關係，並非一種時間順序上的關係。「呼
喊」 不是還沒有語言之先的僅有的表達方式，也不是找不到合適的語言的結
果。「呼喊」 其實是藉由將語言放在邊界上並且將之推到極限以質疑語言的邊
界；「呼喊」 同時也是肯定與承認從既有的語言的邊界處分岔出新意義之必要
性的時刻的標誌。簡單地說，呼喊這個動作本身就是對於固定語言界限及語

言的統一性的質疑，而此一質疑也促使我們認識到語言還沒有變成一種侷限

的結構之前的狀態。「呼喊」 如同 「汙」 的概念一樣，是在僵化獨斷、具宰制
性的語言系統之上形成一個縫隙，對這個系統的內部統一性進行質疑。我們

看到米龍在法國哲學的脈絡下，通過揭露字源、字義、概念的演化與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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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展演了語言如何形成固著的價值以及鬆動的過程。

賴錫三的 〈《莊子》 的 「體」 與 「文」：變化之道與人文化成〉 一文有著類
似米龍對於語言的關懷，但是卻是以不同的依據與方式來談這個問題。賴錫

三認為，《莊子》 的 「道」 不是一種相對於現象的，或現象存在所依據的 「實
體」，而是一整個物化歷程的生化流行。「文」 就是氣化流行的賦形歷程的具
體化、可見的形式。收攝而言，「文」 也可以指文字語言、書寫活動，以及由
書寫活動所形成的文本。賴錫三指出，道與文的關係在於，道必然會展現出

千差萬別的自然世界，而人生活在此自然世界中，以語言符碼將之轉化為有

意義的人文世界。《莊子》 是持氣化流行的存有論，而人文世界 （或說是  

「文」） 正是在此存有論意義下的價值開顯。《莊子》 使用卮言的語言遊戲，正
是要去批判語言容易定著化為意識型態的遮蔽面，同時藉著卮言的使用來重

新活化語言之解弊妙用。卮言觀是建立在語言的即開顯、即遮蔽的觀照之 

下。使用卮言是去遮撥那被隱蔽的，使它被開顯出來，並使語言能永遠呈顯

出豐盈開放的義涵而不固著。在這樣的語言觀之下，莊子的 「文本」 就不是是
一個 「封閉而完成的作品」，而是 「永未完成的開放性文本」。讀者必須如善巧
的庖丁一般，在其中處處發現 「語言的間隙」，並在此通道中 「游刃有餘」。換
句話說，自由與創造並非完全離開結構與限制，而在於是否能在 「語言的結
構中打開流變的通道」。賴錫三這個觀點與米龍雖然出自不同的哲學脈絡，但

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米龍從否認有同一性的存在去談主體的內在異質性問 

題，以及如何從語言的縫隙 （語言之 「汙」） 去鬆動語言所構成的宰制與統一
衡量標準。而賴錫三則是在中國哲學的存有論以及卮言觀的脈絡下來談語言

縫隙的問題。

陳瑋芬的 〈文人意識的轉化與漢籍的重編〉 以日本明治時期漢學者服部
宇之吉 （1867-1939） 所編輯刊行的 《漢文大系》 為中心，對近代日本出版事業
與文人意識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考察。陳瑋芬的論文主要處理的議題是，近代

日本文人如何以重新整理、注釋漢文經典的方式面對來自歐洲國家的文化衝

擊以及內部學術典範的轉型。所謂的 「近代」 指的是日本開始與歐洲進行密切
交流的十九世紀。雖然明治時期容易讓人聯繫到 「維新」 與 「西化」，以為傳
統漢學因此衰微，但是就教育及出版普及層面而言，明治一代可說是日本漢

學的隆盛期。伴隨著亞洲中心論的萌芽以及 1900年代初期中國留學生大量增
加，日本對亞洲的關心主要是圍繞著中國展開的。而時代的改變也使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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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內部醞釀出追求學問轉型的內在動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漢文大

系》 於 1909到 1918之間逐年編輯刊行。服部宇之吉擔任叢書的總編輯，負
責典籍、註疏之選定、句讀、訓點、眉批、夾註之負責人之選定。陳瑋芬將

此一叢書的編輯與出版定位為 「時代的句點」。《漢文大系》 的刊行正值日本近
代國家確立的明治四十年代。提倡日本主義者主張從漢學內部脫離漢學；同

一時期出版的漢文叢書則是將原典之注疏盡數刪除，只標注訓點和訓讀。強

調 「原注主義」 的 《漢文大系》 可說是這個傳統漢學的最後堅持者。不僅當時
如此，即便是後世，亦未曾出現與 《漢文大系》 編輯方式相同的漢學叢書了。
透過對於明治時期日本漢學者出版活動細節的考察與評價，陳瑋芬告訴我 

們：叢書編輯者在作為承載經典文獻的 「體制」 之一部分的 「注疏」 與 「訓讀」
之間的選擇，其實就標誌著文人意識的轉型與學術典範的轉移。

同樣是處理西方衝擊下的文人輯刻問題，劉苑如採取了與陳瑋芬相當不

同的進路。劉苑如的 〈技藝與體制〉 一文由兩個輯佚而來的文本來探討葉德輝
（1864-1927） 如何在晚清的文學體制中養成其輯佚的技藝，並如何藉由稽古
創造出新的文本，並構造其文學想象。輯佚的目的在於補充現存書記的不 

備。輯佚除了讀書之外，還包括了抄書、比較版本、校勘、辨偽等高度技術

性的操作。因此，輯佚一般被視為一種對於在傳統文學知識生產與傳播流程

中被遺忘、斷裂的部分加以修補的技藝。然而，劉苑如透過分析葉德輝對 《玄
中記》 以及 《山公啟事》 二書的輯佚，指出輯刻技藝的發展不只是修補的技
藝，同時還涉及了文化想像。輯佚首先牽涉到珍本、秘本的掌握與交換。劉

苑如以 《玄中記》 與 《山公啟事》 的多種輯本為例，說明不同輯本的同時流通
其實也促成了輯佚技藝的競比。透過輯佚來 「復古」 的潮流所顯示的是文人在
文化重構技術上的激烈競爭。論文從 《玄中記》 中關於方位、各方 「異產」 等
空間敘事架構來談 《玄中記》 與 《博物志》 的博物學想像的關係，並且從 《山
公啟事》 的編目順序以及 《山公啟事》 與 《山公佚事》 的合刊來談葉德輝的輯
佚傾向所表現出來的，對於官僚部門的評價以及他對於山濤本人的興趣。劉

苑如以葉德輝的輯佚活動為例說明輯佚所涉及的 「在場想像」：不同時代的輯
佚者在輯佚的過程中展現出不同的敘述趣味，而聚散補遺出來的成果，無論

其與原書相似度有多高，都無可避免地已經加入了輯佚者此在的在場感受，

以及整個文學體制中諸般權力運作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拼貼而成的新文

本其實已具有再生的獨特創意。而葉德輝的輯本正是再現了一種特屬於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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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感受。

黃錦樹的 〈文身：近代國學起源中的文與體〉 處理的同樣是清末的議題，
主要是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清帝國解體、共和國成立的過程中 「文」 的
出土—甲骨文被辨識—的意義。黃錦樹首先引 《莊子》 與甲骨文文獻指
出，「文」 的本義是紋身，也就是以人的皮膚為載具，書寫於其上的圖形。顯
然這是 「文」 還未成形為固定的漢字之前可能的最原初，同時也是 「文」 這形
體還未被賦予一整套文化意義之時。到了東漢許慎的 《說文》，「文」 基本上已
經被賦與了一整套人文化成的教化體制。「文」 以及被賦予在 「文」 這個字的
形體之內的文化系統及其所代表的聖人之教，貫串整個漢文化的認同。隨著

清帝國的解體以及漢字拉丁化的呼籲，這樣的文化認同也面臨著崩解的危

機。國學大師章太炎 （1869-1936） 是這時期文字改革論戰的參與者之一。他
堅決反對漢字拉丁化，甚至在創制注音符號作為漢字初學者發音學習的輔助

工具時，還是以漢字身體的局部來創制注音符號。他對漢字形體的捍衛，也

意味著對於整個漢文化的捍衛。然而，甲骨文在這個時期的出土以及被以 「最
古老的文字」 所認識，卻是章太炎所不能接受的。用黃錦樹的話來說，以 《說 

文》 作為其文字學根基的章太炎，遇到了他建構 「文字起源工程中最大的、沉
默的對手。」 黃錦樹想要追問的是，為什麼甲骨文偏偏恰好在這帝國末世出
現？甲骨文在這個時候自我顯現，究竟意味著什麼？作者暗示我們，與章太

炎所捍衛的漢字的形體相一對照，甲骨文的出土恰顯出一有趣味的意義：在

這帝國解體的時刻，那最初的文卻在這時顯露出其最原初的自身，那還未被

建構來撐起一整個千年帝國文化的那個自己。

在 〈文體與技術：以民初文學革命為例〉 一文當中，鄭毓瑜試圖探討清
末到民初的文體變革與文學論爭背後所涉及的整個認知框架範式轉變的問

題。鄭毓瑜首先從中國傳統 「連類」 的認知框架談起。中國傳統是以 「連類」 

的方式認知意義與溝通，是讓 「物」 在不斷跨越類別、時空距離中彼此親附接
合，而目的在於體現更為深廣的通感底層。但是，當十九世紀末中國遭遇西

方技術性的、分類式的認知系統之際，傳統的類應體系如何被重新思索與改

造？在這樣的遭遇中，人們如何思索 「意義」 的可能性？鄭毓瑜以民初胡適推
行的白話文運動為例來談這個問題。這裡所指的 「技術」 並非只是 「工具」，
而是工具使用中由種種社會與文化因素構成的實踐場域。鄭毓瑜以博覽會作

為此一西方技術體系的象徵。博覽會作為羅列眾物的展場，在透過空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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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擺設以及動線安排建構出一個觀覽秩序或意義的同時，也解除了原有物

件所從來的脈絡環境。而這與中國傳統中跨越類別而相親的連類系統是相對

的。

鄭毓瑜從這個差異為起點來談胡適 （1891-1962） 的文學革命。胡適的文
學革命的開端在於採用 「文法」 使文言易於教授，並且批評 「徒事朗誦，可得
字義」 的舊法。文法是依據一個連續性的秩序來分析語言對於思想的再現，
也就是把思想的各個部份安排進一個線性秩序來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文法

與博覽會、圖書館、百科全書、動物園等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西方發展出的認

知世界的新體系之間具有共同的特色：它們都是將物與物並置排比於透明格

子狀的認識空間。透過字類及其在句中的序位來分析句子的文法，正好成為

對於傳統 「章句」 或 「句讀」 法的提問。在 「句讀」 與 「文法」之間最明顯的爭
議是 「辭氣」 的有無。胡適在關於文法的討論中，有意不去談論文言中可以助
成 「情態」 的字類；而這些描摹情態的字類，又恰恰都與文言中用以幫助句讀
的 「聲氣」 密切相關。於是，胡適以 「文法」 為開端的文學革命，牽涉到幾個
重要問題：「文」 是否需要 「辭氣」 才能完整傳情達意？如果脫離了習慣性的
兩字一頓、韻偶或平仄的聲調，乃至於捨棄句讀、詞調曲譜的結構，白話詩

如何能夠成為 「文學」 ？更重要的是，捨離了源於口說記誦的語氣辭、慣用
語、整體性的記憶系譜，而與連類的事物相分離，也與環繞事物之上的知識

體系與價值觀相分離，白話文學又如何新建屬於自己的書寫與認知框架？從

1870年代只是加入新語詞、新題材的詩界革命到 1910年代以文法或自然音
節解脫句讀或平仄的文學革命，這四十年間所謂 「文體」 的演變或解放，不能
說只是種種文類或文學發展本身的事。這個看似文學內部的問題，中間其實

有個隱然牽動文體變化的技術體系。

黃冠閔的 〈風景的哲學思路〉 一文則是試圖提出一種以 「風景」 為主題的
哲學思考進路。這一個嘗試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要在現有的風景論研究中

納入中國山水文化的風景經驗。黃冠閔舉謝靈運詩為例，說明謝靈運的山水

詩如何從身體的主體行走山水轉到對自然對象的觀察，使得山水成為可以形

塑的空間。自然物成為一有節奏感的存在，而其物質的厚度則與身體的厚度

相呼應、結合。山水的形結意味著自然的景與文化的情理的交融。山水的文

化脈絡大量顯現在繪畫與詩的表現上。以繪畫來說，畫家透過身體操作工 

具，畫筆、線條、色彩、濃淡來呈顯一種氣韻生動的境界。這樣的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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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景不只是自然物元素的組合而已，而是透過將風景帶入主體中，產生

一種人與世界的緊密的關係。相對來說，西方古希臘羅馬尚未形成對風景的

認識，要到文藝復興的透視法出現後才有風景實踐。因為透視法代表著一種

觀看風景方式的改變，形成一種多重的視覺經驗。而有哲學意義的風景概念

則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學者佩托拉克 （1304-1374） 提出。他發
現風景是審美上被看待的自然。就如同亞斯培在理解謝林時認為，「風景畫是

主體與對象之間的和解，也彰示人的在世存有經驗」。儘管中國與歐洲在不同

歷史脈絡發展出不同文化，但也顯示出風景可以在當代世界以共同遺產的方

式產生新的意義。在我們關注跨文化現象的嘗試中，「風景」 一詞可以當做涵
攝各種差異而內蘊歧異的一個概念。另一方面，人始終生活在具體的環境 

中，因此思考如何看待當代的風景經驗，並從哲學基礎上檢討風景的思路，

也是為了回應諸如科技發展對環境造成的挑戰以及人工風景等風景的當代困

局。因此，除了一種跨文化理解的嘗試，談 「風景論」 的另一原因其實是希望
在當代環境遭受破壞的威脅下，藉著追問人如何賦予風景意義，試圖在風景

的條件中探索人的存在條件與意義的結構。

宋灝的 〈文字視像、投影與舞蹈、身體思維〉 一文，則是從中文字的視
像性與身體思維的關係來談華語哲學的身體向度。宋灝提出一個華語使用者

在書寫與閱讀理解上的基本問題：中文字的特性與我們的文本閱讀與理解經

驗的關係是什麼？近代歐洲形上學論述和書寫所追求的是以柏拉圖式的 「理
型」 為典範的 「觀念」，以抽象的文字符號為媒介企圖對真實存有取得間接把
握。然而，中文字是否與歐洲語言的字母一樣，只具有以 「標示」 的方式指向
某種抽象意涵這個作用？宋灝從中文字的 「視像性」 來回答這個問題。宋灝指
出，除了指涉固定語意這種作用之外，中文字在視覺上具備歐洲語言所無的

表達性視覺姿態，能夠對讀者的感性發揮召喚作用並激發其美感。更重要的

是，中文字不僅因筆順而具有 「順序」 這種時間特徵，而且因其 「筆勢」 而喚
起讀者的運動本能與身體感受。中文字的筆勢由運筆活動的氣息與人的身體

操作所貫穿。讀者因其累積於自身身體上的書寫經驗以及一般的動作本能，

而對文字的身體所展現的力度、節奏、速率、平衡等類如音樂及舞蹈般的身

體感引發某種呼應。宋灝認為，讀者需將文字的狀態具體轉換為自己身體的

狀態，文字的思維意涵才可能被開啟。這意味著，中文閱讀之理解是奠基於

身體性的 「前理解」 之上。即便這樣的過程通常不被閱讀主體所意識到，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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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文視像，總是身體首先切入意蘊脈絡，並且敞開基本的詮釋視域，甚

或導向一整個解讀過程。宋灝甚至認為中文字所獨有的視像性是可能滲透華

語哲學的整個思考模式，讓華語哲學獲得與西方思想不同的思維導向，並使

之得以開闢當代歐洲思想難以活化的 「身體思維」 這一場域。然而，宋灝也提
出了重要的問題供我們思考：作為哲學思考的 「工具」 的文字本身所體現的視
象性與哲學內容是否有內在關係？而此文字視象在哲學思想留下的印跡是否

可能實際證成？落實於書寫上的文字視像性與華語哲學思維與論述是否有本

質上的聯繫？

這場兩天一夜、八篇論文的跨領域研習營所激盪出的火花、反響與提出

的問題，遠遠超過一篇簡短的紀要所能概括的。在這許多問題當中，一個最

初始、但也是無法迴避的問題是，跨領域的對話如何可能？如果可能，那麼

是在什麼樣的基礎上是可能的？米龍所提出的 「交織」 的概念是一個可以參照
的線索。「交織」 談的是對於事物的單一價值或內部統一性的質疑，探求的是
事物、價值、概念成形之前的原本的異質樣貌。而促成這場跨領域對談的驅

力本身就恰恰證明了各個領域中原本就存在、但卻尚未被辨識出來的異質性

從該領域中分岔出來的必要性。以米龍的話來說，這場跨領域對談的舉辦，

可以說是台灣的人文學科以及學科中的不同領域在其邊境上的 「呼喊」。因
此，問題或許不在於跨領域對話 「如何可能」；恰恰相反，問題在於跨領域對
話 「如何不可能」 ？因此，我們希冀的跨領域對話的成果，並非是將各自的專
業領域的成果彙整總成為一個 「一加一等於二」 式的綜合性統一大敘事，而是
期待透過一種人文學科的內在性交流，讓不同領域因為相互碰撞而 「分岔」 出
更多新的意義、甚至重新定義。換句話說，這一場跨領域對話目的並不是希

望得到一種最大公約數式的 「共識」 或者一個求同存異的結果，而是在於透過
差異刺激出更多新的發想，進而探求學科質變的可能性。


